从职能带动到体系驱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三次跃迁” by 吕志奎
-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
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动作，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集中行动。”a政府机构是国家治理组织结构和治理体制的重要构成
部分。高效率的政府组织机构体系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党和国家
工作中心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先后进行了
八次集中的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的重大转变，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体制、组织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结构，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业已形成自
身独特的改革经验、话语体系和知识积累。如何梳理、描述和解释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变迁？如何
思考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模式或方法论？回顾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历程，揭示其内在规律，挖掘其理论资
源，有助于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项目（16ZZD042）
及福建省 2011 计划——“厦门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吕志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361005）。
a《习近平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强调巩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人民日报》2019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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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经历了三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跃迁”，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行政体制不断完善，走向成熟。第一次跃迁改革思路从精简行政机构层面向转变政府职能层面拓展，第
二次跃迁改革思路从转变政府职能层面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拓展，第三次跃迁改革思路从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层面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层面拓展。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在理论、实践与方法三个层面发生了重要的知
识性转向，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研究空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历史的
三次跃迁过程蕴含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学术命题和理论资源。深刻阐释中国政府机构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
在逻辑，深入挖掘其中的理论资源，有助于建构政府治理改革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
理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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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跃迁：改革思路从精简行政机构层面向转变政府职能层面扩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了“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的改革任务。政府机
构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我国的政府机构设置，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其突出特点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政资不分，各级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
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导致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机构庞大，人员臃肿，工作效率低和官僚主义作风相当
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精简机构就成为改革开放的一项革命性任务。1980 年 8 月，邓小平在《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a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b 精简机构是为了使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机构设置和政府职能配置适应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82 年，中国政府启动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机构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政府机构的行政效率和克服官僚主义。这次改革以精兵简政为原则，主要内容是裁并
机构、裁减人员，解决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副职过多和干部老化等问题，将国务院机构由 100 个裁并
为 60 个。1986 年 6 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提出批评：“政
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
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c 党政分开、权力
下放、精简机构 d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内容。同年 11 月邓小平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
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
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e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新任务：“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
的老路，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要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使政府对
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1988 年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设计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一
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这次改革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设专业机构，撤销或整合涉及的国
务院机构包括计委、经委、机械委、电子部、航天部、航空部、石油部、煤炭部、水电部、核工业部、
城建部、劳动人事部等 12 个部委。这次机构改革注重增强宏观调控职能，着重考虑了如下三点。第一，
这次机构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第一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改革思路从“机构
层面”向“职能层面”拓展，对以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这次机构改革的重
点是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极为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通过政企分开，改革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
内的专业机构。合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大综合管理部门，组建新的宏观经济管理部
门——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三，这次机构改革的思路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 , 这就是超越了以往把行政体
制改革的重点放在政府机构上的套路，把重点转向转变政府职能和重构政企关系，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
管理、微观管理为主逐步转到间接管理、宏观管理为主。
二、第二次跃迁：改革思路从转变政府职能层面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拓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调“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
a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22 页。
b邓小平：《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96 页。
c邓小平：《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4 页。
d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77 页。
e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79-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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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简政、提高效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本质上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设置模式转型，构
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机构改革方案，这是第
一次在中央全会上讨论通过机构改革方案。1993 年政府机构改革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需要为目标，围绕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强调“转变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按照政企职责分开
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围绕重构政府与市场、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全
面展开，重在转变职能，调整政府机构设置的总体格局及其职责权限。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和以往机构改
革的不同，就是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为改革的目标，并首次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概念，改革思路从“机构层面”向“体制层面”拓展，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监督和社会管理等职能部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治理改革的一项重点就是加强宏观调控，提升中央政府的整合治理能力。为了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央政府必须拥有足够的宏观调控权力，建立起新的宏观管理体制结构。八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
调控。”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对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和法制性进行规定。1993 年 6 月 24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从大
局出发，加强组织纪律性，做到令行禁止，坚决维护中央对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
性。”这标志着宏观调控全面实施。从 1994 年开始，中央以财政分税制改革为先导，通过强化治理层级
整合，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先后在审计、央行、金融、财政、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工商行政管
理、国土资源、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生产安全、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实行了中央垂直管理、省级
垂直管理或特殊垂直管理。
机构编制法定化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保障。健全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机构编制法定化的重
要基础。1993 年 4 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实施。该条例构建了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框架，
标志着中国政府机关干部人事管理开始转向法制化、规范化。为规范国务院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1997
年 8 月 3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要求各级政府部门普遍实行三定方案，
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为防止机构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创造了
条件。2006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布施行，这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第一部基础性
法律，标志中国公务员法律制度正式建立。
党的十五大报告批评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要求“按照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
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鉴于当时政府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1998 年中国政府实施了 1949 年以来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
一次政府机构改革，力图进一步改变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机构框架，打破原有分工
过细、微观管理色彩较浓的机构设置模式。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明确提出“按照精简、统一、效能
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政府逐步调整其治理模式，从处
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高度，启动合乎社会期望的公共管理职能，主要体现在 1998 年《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政府的基本职能包括“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大方面。这次机构改
革的最大特点就是设计了总体目标，提出“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
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这次机构改革的最大变化是大批专业
经济部门改组为国家局，归属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劳动
部基础上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机构；在原邮电部和电子部的基础上组
建信息产业部，其主要职能包括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服务信息化；为加强国务院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
领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务院高层次议事机构，不再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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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国际制度环境倒逼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速。党的十六大比较全面设计了政府的整体职能
框架，确定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方向，明确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的职能；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科学规范部门职能，合理设置机构，优化人员结构，实现机构和
编制的法定化”。2003 年春“非典”疫情的发生和蔓延，暴露出我国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
能领域的短板问题。2003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重组宏观调控部门，强化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将国
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将国务院体改办的职能以及原
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并入国家发改委；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健全“一行三会”金融监督体系，强化了金融、航空、能源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行业的
监管职能；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在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
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2008 年政府机构改革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战略
方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启动“大部门制”，力图破解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问题。整合完善
了工业和信息化管理体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整合和加强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将“人事部”
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整合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建国家公务员局，由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管理。国家公务员局的职责，是按照统筹公务员事务管理的要求设定的，从职位管理、考试录用、
考核奖励到培训与监督，覆盖公务员管理的各个环节。这次机构改革初步构建了“大工业”“大交通”“大
环保”“大人力”等大部门综合治理格局，强化了信息化建设、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安全
生产等关系民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职能。
三、第三次跃迁：改革思路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层面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导向，机构改革思路从“行政体制层面”向“国家治理层面”
拓展，横向构建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政府、群团、市场、社会“一核多方”协同共治体系，纵向构建从
中央到地方、基层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国家善治体系，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新任务要求的
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现代化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思路，2013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提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明确提出“注重完善制度
机制，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国务院机构职能体系。加强基
础性制度建设。推进国务院组织机构、职能配置、运行方式法治化。”这次机构改革进一步加大政府组
织机构系统整合力度，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
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同时，成立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后改名为“国务院推进职能转
变协调小组”），作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议事协调机构，统筹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改革（简称“放管服”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需要健全完备的政府组织制度
基础。政府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
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 21 世纪中叶，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这一战略安排可以看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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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因此，党的十九大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对国家治
理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的战略高度，对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深化机构和行政
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统筹使用各类编制
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赋予机构改革地位全新的内涵：“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
能，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样的表述揭示了一
个重要的道理：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起点，我们党对于政府机构改革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全面了，
这就是把政府治理体系与党的领导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四大体系整体重构健全。十九届
三中全会关于新时代政府职能结构的顶层设计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战略规划，是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需要。
2018 年启动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把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大局中系统谋划，针对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中的突出问题，全面设计深化政府机构改
革与职能转变的战略策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
治国，统筹党政机构设置，着力打造优化协同高效的政府部门组织结构与运作体系。着眼于满足人民群
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新需要，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医疗保障、市场监管、
应急管理、文化旅游、农业农村、税收征管和移民管理、国际发展等领域加大机构调整和优化整合力度，
组建一批新机构，完善公共服务综合治理体系。这次机构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建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统分结合、统筹协调、督查落实、考核问责的机构改革政治推
进机制，注重处理好机构改革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的关系。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8 年春天改名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党中央层面成立专司改革工作的决
策议事协调机构。同时建立了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协调小组，负责指导协调督促中央一级新机构
的组建工作、审批部门“三定”规定和省级机构改革方案、统筹协调和研究解决改革实施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国务院建立了机构改革推进会议制度、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调
整中央编委领导体制，改为党中央决策协调机构，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中央编办。第二，与以往机构改
革强调精简相比，这次机构改革强调“优化协同高效”，该整合的就整合 , 该加强的就加强，不为精简
而精简，注重处理好职责分工与协同治理的关系。协调政府间关系是机构改革和政府治理的永久挑战。
这次改革重在转变和优化职责，整合优化党政力量和权责资源，解决“九龙治水”碎片化管理问题。第三，
建立机构改革的法律法规制度调整机制，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机构改革，注重处理好改革与法治
的关系。这次机构改革，涉及多个部门法定职责调整。通过及时修法和出台文件，避免因法律尚未修改
而影响改革进程和相关工作，确保机构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2018 年 5 月 24 日，国务院制定印
发《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解决了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前
机构设立重组、职责调整、管理执法的合法性问题。a 这次深化机构改革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重构
性的变革，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既有当下“改”的举措，又有长久
“立”的设计，是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彻底、比较可行的改革顶层设计。b
a《扬帆破浪再启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纪实》，《人民日报》2019 年 7 月
7 日。
b《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主要篇目介绍》，《光明日报》2018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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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通向“中国之治”的政府机构改革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推动了政府组织治理结构与运作体制“吐故纳新”，为更加现代
化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创造了组织制度基础，也建构了中国特色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法论。总体上
看，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立足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综合生态环境，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
他人的“中国之路”，形成了政府机构改革的“中国智慧”。
（一）政治领导战略：在党的领导制度下构建机构改革的党政权力推动机制
如果不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就难以正确理解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改革。
中国治理本质上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管
理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表现为各领域各层级各部门的复杂的权力关系。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们推进各领域改革，都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
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a  政府机构改革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这就决
定了政府机构改革必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元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这样一个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场域中，执政党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势能可以有效推动资源的集中和政策的有效执行。b 中
国政府机构改革具有突出的政治生态性，政府机构改革涉及权责关系的调整和行政资源的再分配，必须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有序推进，需要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需要积极稳妥推进，需要得到政治体制的支持。
没有适当的改革整合机制，或者改革整合机制面临空缺，机构改革的顺利推进便缺乏基础，可能沦为治
理体系失调甚至冲突。中国共产党就是推动改革整合的政治力量，通过一系列重大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治理秩序转化，不断提高有效治理国家
和社会的能力。
（二）公共价值战略：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兑现“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合法性承诺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就是围绕保障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更多高质量公共服务，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处理好政
府与社会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党十八大提出“建设
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大强调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型政府”的改革目标。人民群众的“三感”是评价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标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是
一场精准对接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期待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过程治理战略：形成了问题倒逼与目标治理相统一、顶层设计与分类施治相统筹的动态治理改
革机制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三次飞跃始终与改革开放同向共进，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脉络和宏大背景设计
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与思路，构建符合每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治理结构体系。由于时代环境和政
治话语的变迁，机构改革的议程设置、突破口和具体策略相应存在差异。第一次跃迁发生在大力发展社
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场景之下，第二次跃迁发生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场景之下，第三次跃迁发
生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场景之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机构改革
循着从易到难、从局部到全局、从党政分开到党政统筹、从渐进调适到整体建构、从“摸着石头过河”
到顶层设计、从行政推动到政治推动、从部门“三定”方案到部门权责清单制度、从粗放思维到精细思
维的顺序有序展开。每一阶段国家治理面临的根本议题形塑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战略与路径，体现
a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9 日。
b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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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和机构改革的持续探索。这就是中国场景下的治理变革。政府机构改革
过程，恰恰是改革目标设置与客观实际之间差距的检验过程，为将要形成的下一轮改革方案累积经验，
改革思路、目标和战略得以不断修正和完善，由此带来不同的改革成效，也体现了中国治理改革的时
代性、渐进性、周期性与建构性特征。政府机构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组织机构的整合与设置难以一下
子定型，无法令所有人满意。面对新时代新任务，必须全面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相统一，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
（四）结构再造战略：构建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权责协调、优化协同的合作治理结构
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政府治理系
统自身的整体结构与功能优化。改革开放以来八轮机构改革经历了从渐进调适性改革、选择性改革、机
械式改革到整体建构性改革、系统性改革、生态型改革的转变；从注重理顺政府内部组织间关系、中央
与地方关系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机构改革作为一种合作的集体行动，必须正视机构
改革问题的整体性、联动性和系统性，并致力于总体治理、统筹治理、协同治理和系统治理。机构改革
可以视为解决政府间关系矛盾的政治与行政机制。政府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转要求政府系统内各部门之间
关系和谐，减少部门间扯皮和摩擦，破除部门间立桩定界的“本位主义”思维。政府机构改革是一项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极高的国家治理工程。“优化协同高效”是机构改革的重要原则。机构改革
要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推诿扯皮问题，把分散的政务资源集成起来，推进业务流程再造和组
织结构优化，打造优化协同高效的政务服务综合体，提升整合治理能力。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五年一轮的机构改革周期标注“中国之治”的历史进程，记录“中国之
治”的独特路径，呈现“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历程中渐进演化、内生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改革逻辑和主要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
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a 政府治理体制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
的公共权力组织结构与运作体制。政府机构改革需要理顺行政联合劳动生产关系，促进行政部门分工与
协作有机统一。改革在路上。改革背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规律调节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
路径，推动政府治理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责任编辑：王  冰
a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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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review and examine the history the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reform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roadmap of the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reform 
since 1978 has gone through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Horizon and Contribution of Fichte’s Science of Knowing
                                      Zhuang Zhenhua  17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 central thoughts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is that objektive things and 
human reason have one common primary structure. By systematic elucidation of this primary identity, Fich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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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past 70 years shows that the achievements are remarkabl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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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and mechanism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to cooperate and co-govern, forming 
a new form of strong state and strong society coexisting.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past 70 years 
is: relying on the top-down administrative promotion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relying on the flexible 
mechanism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s“release”and“management”of the socie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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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rinking value of external assets and the negative investment income have become the net transfer of 
wealth from China to major reserve currency countries such as US and caused a loss of Chinese wealth.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imbalance of cross-border trade settlement in Renminbi, the use of Renminbi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ettlement further increases the risk of wealth loss in China. Based on the imbalance of cross-border trade 
settlement in Renminbi,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isk of Renminbi settlement of cross-border trade on China’s 
national wealth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rate of return of China’s 
extern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representing China’s national wealth gains and loss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rate 
of return of Sino-US mutual holding each other’s asset representing China’s national wealth transfer have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with cross-border trade Renminbi settlement, Renminbi real exchange rate, 
